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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足鼎立”的

新全球化双层治理体系∗

鞠建东　 彭　 婉　 余心玎

　 　 【内容提要】 　 ２０ 世纪 ７０—９０ 年代，霸权稳定论是学界关于全球治理结构的代表

性理论，其认为由一个霸权国家提供全球公共品、主导建立和维持国际秩序才能形成

稳定的全球体系。 尽管霸权稳定论的相关学术讨论已经式微，但霸权稳定的观念一直

影响着对全球治理体系的讨论。 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局势表明，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的“超级全球化”已难以为继，全球治理的失序状态还在凸显，这是美国主

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与“三足鼎立”的全球化经济基础不匹配的体现，但也预示着创新

驱动、区块格局的“新全球化”时代即将开启。 解决全球失序问题，应该遵循改革全球

化上层建筑，使之适应全球化经济基础的思路。 作者基于定量和历史分析，从公共品

提供的视角出发，讨论了新全球化背景下构建最优治理体系的现实可能性，并就最优

治理结构的特征提出了理论阐述，认为由全球和区域治理机构共同组成的“三足鼎

立”的双层治理体系具备现实可能性，该体系对公共品供给效率的提升、国际秩序的

稳定以及区域有效竞争的维持均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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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步入深度调整与结构再平衡的“新平庸（ｎｅｗ

ｍｅｄｉｏｃｒｅ）”状态，以贸易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贸易增长持续低

迷。 这是否意味着“逆全球化”的到来？ 我们认为：当前的全球化遇阻在实质上是传

统的“超级全球化（ｈｙｐｅｒ⁃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难以维系，创新驱动、区块格局的“新全球化”

时代即将开启。

丹尼·罗德里克（Ｄａｎｉ Ｒｏｄｒｉｋ）认为，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的全球化是“超级全

球化”，其表现为以“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为核心链条的全球价值链、统一的全

球治理体系和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统一价值体系。 当前，这种“超级全球化”已

经陷入停滞。① 全球化的未来是“新全球化”，其具备两大核心特征：一是全球化进入

创新时代，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和数字贸易的比重大幅上升，科技创新成为全球化的核

心推动力；二是全球化呈现区块化格局，表现为在全球贸易、生产和消费网络中，分别

以美国、德国和中国为中心节点的北美、欧洲和亚洲形成三足鼎立的结构。

在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局势紧张的背景下，世界的失序状态凸显。 这一全

球失序不能简单地按照霸权稳定论理解为大国对世界领导权的争夺，或是世界领导权

出现真空，而是反映了全球化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匹配的基本矛盾，即美国主导

的全球治理体系与“三足鼎立”的全球化经济基础不相适应。 要想解决全球失序问

题，也应该遵循改革全球化上层建筑、使之适应全球化经济基础的思路，推行与“新全

球化”相适应的“三足鼎立”的双层治理体系。

在理论层面，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国际政治学界开始探索新的国际秩序，“没有政府

的治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作为最早的全球治理的代名词进入国际政治

的研究视野。② 随后，对全球治理的研究从宏观政治理论转向具体的全球议题，全球

治理的参与者、全球性公共品、全球性议题和国际组织运行四类问题成为全球治理研

究中的“显学”，但是更为基础的全球治理结构却鲜有人问津。 为数不多的关注全球

治理结构的文献大多是对特定全球性问题的案例和类型学分析，偏重现状描述，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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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治理结构的成因分析，尤其缺乏对什么是最优的全球治理体系这一问题的探讨。

基于上述现实发展与理论研究状况，我们认为在全球治理结构上有两个根本问题

亟须探讨：其一，在当前背景下，什么是最具可行性的全球治理结构？ 其二，什么是决

定全球治理结构的关键因素？ 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也能进一步说明全球治理体系是

否具有合理性。 此外，之前关于全球治理的探讨多采用规范研究和案例分析的方法，

将分析置于国际政治的单一背景下，并将其视为宏观理论问题。 有别于此，本文将综

合运用定量方法与比较历史分析，尝试在实证意义上讨论上述两个问题。

本文的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系统回顾了对霸权稳定论这一涉及全球治理及其结

构的代表性理论的讨论。 第三部分为理论模型，从公共品最优提供的角度分析了全球

和区域双层治理结构存在的必然性和区域治理机构的最优数量。 第四部分论证了构

建新全球化的治理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全球贸易、生产和消费的经验数据和发

展金融案例出发，探讨了构建“三足鼎立”的新全球化双层治理体系的现实可能性。

第五部分是比较历史分析，指出全球化分为四个阶段，各阶段的主导性公共品存在差

异，公共品的供给方式和全球力量对比共同决定了全球治理体系。 这一框架进一步说

明霸权稳定式的治理体系已不再适用，“三足鼎立”的新全球化双层治理体系更适应

当前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和核心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

二　 全球治理体系与“霸权稳定论”

“全球治理”这一概念出现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①各类国际组织对这一概念的发明

和使用引发了学界关注。 詹姆斯·罗斯瑙（Ｊａｍｅｓ Ｒｏｓｅｎａｕ）将其定义为“人类活动中

从家庭到国际组织的所有层面的规则体系以及为了维护这些规则而进行的具有跨国

影响力的控制活动”。② 这一定义影响广泛但也失之宽泛，此后诸多学派在政治理论

层面就概念本身展开了激烈争论。③

学界对全球治理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起源、参与者、全球性议题和国际组织四个议

题，关于全球治理体系的讨论并非热点。 第一个议题是全球治理的起源。 １９９５ 年，联

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了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 （Ｏｕ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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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告，其描述和界定了全球治理的要素，包括参与者、形式和目标等，这是全球治理

研究的里程碑事件。 约瑟夫·巴拉塔（Ｊｏｓｅｐｈ Ｐ． Ｂａｒａｔｔａ）认为国际组织采用“全球治

理”而非“全球政府（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的概念是为了减少对主权国家的威胁和挑

战，使这一概念更易于被接受。① 绝大多数学者将全球治理的兴起与全球化带来的挑

战联系在一起，比如经济不平等和环境问题。② 另外，一部分全球治理权力从主权国

家转移到国际组织和民间团体也是这一概念兴起的原因。 第二个议题是全球治理的

参与者。 在这一议题中，学者大致分为两大阵营：一派认为主权国家仍然在全球治理

中占据核心地位，③另一派则强调“主体多元性（ａｃｔｏｒ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④ 前一派中，罗伯

特·基欧汉（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指出，从布雷顿森林会议开始，国际社会的主要治理

机制类似俱乐部模式，即由美国和少数发达国家的内阁部长和官员举行秘密会谈、制
定国际规则，然后将协议文本提交给各国立法机构和公众。⑤ 与之相对，支持主体多

元性的文献更为丰富，不少学者将主体多元性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特点，比如强调公

有与私有部门合作（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大的政策空间，⑥

或者主张社会组织在提高国际组织透明度、有效监督和改进全球公共政策方面具有一

定作用。⑦ 第三个议题是全球性议题。 进入 ２１ 世纪，对全球治理的研究逐渐从宏观

政治理论探讨转入对具体全球议题的讨论。 薛澜等人分析了《全球治理》期刊从 １９９５
年创刊至 ２０１１ 年收录的所有文章，发现 ５２％的论文着眼可持续发展问题，２４％的论文

研究和平与安全问题。⑧ 第四个议题是国际组织。 对国际组织的相关研究是学界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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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澜、俞晗之：《迈向公共管理范式的全球治理———基于“问题—主体—机制”框架的分析》，载《中国社

会科学》，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１ 期，第 ７６—９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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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全球治理机制时的焦点，包括主要国际组织的规则、运行机制、效率和改革方式等，
可以说很多文献将全球治理大致等同于国际组织的运行与治理。①

学界直接讨论全球治理结构和体系的文献较少，大多是针对特定全球性问题的案

例分析，采用的是类型学的分析方法。 托德·桑德勒（Ｔｏｄｄ Ｓａｎｄｌｅｒ）是较早对全球治

理体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学者，他构建了新的概念框架，以收益和成本的外溢性界定全

球与区域公共品，并根据公共品类型和福利加总方法确定一类公共品应当被何种主体

提供，比如他认为和平与安全、知识和传染病防治三类公共品必须在区域层面上供给。
桑德勒主要运用类型学方法在公共品性质的基础上对全球与区域的公共品供给进行

概念性划分。 他的研究有理论贡献，但缺乏细致的经验分析。② 弗兰克·比尔曼

（Ｆｒａｎｋ Ｂｉｅｒｍａｎｎ）为该领域的研究补充了经验证据。 他关注全球治理结构的碎片化，
对全球环境治理进行了案例分析，认为全球环境政策是由不同参与者、不同性质、不同

级别和不同主题的国际组织拼接而成，治理效果也受到上述因素的制约。③ 其他关注

全球治理结构与体系的文献多和比尔曼类似，通常从某一具体议题入手进行案例分

析，理论与方法创新较为有限。④ 为系统进行经验验证，国际政治学界借鉴了经济学

中公共品的概念，发展出全球性公共品作为诠释全球治理的新角度。⑤ 全球性公共品

除了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这些公共品的性质外，其核心特征还在于全球范围内的供给

和消费，因而会受到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和力量对比的影响。 正是因此，学界对全球性

公共品供给制度特别是全球治理体系的主流看法是霸权稳定论。
霸权稳定论源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Ｃｈａｒｌｅｓ Ｋｉｎｄｌｅｂｅｒｇｅｒ）对 １９２９ 年大萧条成

因的探讨。 金德尔伯格认为大萧条于 １９２９ 年爆发的关键原因是英国没有能力继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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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体系中发挥保险者的作用，而美国在 １９３６ 年前则一直拒绝扮演该角色。 金

德尔伯格明确表示：“要使世界经济处于稳定状态，就必须有起稳定作用的国家，而且

只能有一个这样的国家。”①罗伯特·吉尔平（Ｒｏｂｅｒｔ Ｇｉｌｐｉｎ）随后扩展了该理论，认为

自由市场体系依赖于拥有自由意识形态、和各国拥有广泛共同利益的霸权国家，且霸

权一定会衰落。② 基欧汉将上述机制简明扼要地概括为霸权稳定论，并在此基础上继

续探讨后霸权主义秩序。 基欧汉认为，霸权的衰落不一定会导致国际秩序解体，因为

霸权国家的主要功能是创立国际制度，霸权衰落之后则可以由多国合作维持国际秩

序。 创立制度的成本很高，只有霸权国拥有此类能力；但维持制度的成本相对较低，可
以通过多国合作实现。③

尽管霸权稳定论建立了关于国际权力分布与国际秩序尤其是自由经济秩序之间

颇具吸引力的清晰因果关系，但该理论一经创立便备受争议。 争议的关键点是很难对

该理论进行有说服力的经验验证。 霸权稳定论的经验研究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集中讨论如何衡量霸权与稳定；８０ 年代主要探讨美国霸权是否已经衰

落，对国际秩序又有何影响；９０ 年代的研究才真正聚焦在权力分布与国际秩序之间的

因果关系上。
相关研究首先要定义和衡量霸权与稳定这两个基本概念。 金德尔伯格、吉尔平和

斯蒂芬·克拉斯纳（Ｓｔｅｐｈｅｎ Ｋｒａｓｎｅｒ）最早尝试界定两个概念，其中克拉斯纳的定量分

析奠定了其后研究的基础。 他采用人均收入、经济规模、占世界贸易比重与占世界投

资比重四个指标衡量霸权，采用贸易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关税与区域贸易集中度三个

指标衡量自由经济秩序。 克拉斯纳将 １８２０—１９７０ 年的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后分析发

现，国际贸易的结构由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共同决定，当霸权国处于上升期时，霸权结

构更可能导致自由贸易。④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学界对霸权的概念界定和霸权稳定论的

讨论更多围绕美国霸权是否开始衰落这一命题展开。 这一时期，有的学者采用国民生

产总值（ＧＮＰ）、军费开支和制造业水平衡量霸权，认为美国并未不成比例地承担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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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开支，美国霸权也并未衰落。① 苏珊·斯特兰奇（Ｓｕｓａｎ Ｓｔｒａｎｇｅ）则发展出结构性权

力这一概念以取代传统的关系权力，并重新解读霸权稳定论。 她发现行使结构性霸权

会破坏国际秩序与合作，造成全球经济不稳定和持续危机。 其现实推论是美国肩负着

构建一个更稳定、合作更广泛的国际秩序的责任。②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霸权稳定

论在得到充分的因果检验后逐渐淡出学术视野。 爱德华·曼斯菲尔德（Ｅｄｗａｒｄ Ｄ．

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构建了权力集中度这一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检验霸权稳定论。 他发现集中

度主要取决于主要大国数量和大国间的相对能力差距。 当大国数量保持不变时，贸易

水平和能力差距间有 Ｕ 形关系；当能力差距保持不变时，大国数量和自由贸易之间正

相关。 除权力分布外，战争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些其他因素均对自由贸易有显著

影响，曼斯菲尔德据此认为不应过分关注权力结构的影响。③ 戴维·莱克（Ｄａｖｉｄ Ａ．

Ｌａｋｅ）对霸权稳定论的相关研究做了系统回顾。 他指出霸权稳定论实际上由领导权理

论和霸权理论两部分组成：前者以公共品理论为基础，关注全球稳定这一公共品，而稳

定则被重新定义为国际经济基础设施；后者则试图解释国际经济开放。 莱克认为前一

问题已得到充分阐释，但后一问题仍未得到细致研究。④

对霸权稳定论的学术探讨近年来已经降温，但霸权稳定的观念仍根深蒂固，一直

影响着对未来国际治理体系的讨论。 当前全球秩序领域中关于中国是否将成为“世

界领导者”的争论正是霸权稳定论的延续。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西方学者更是认

为中国正借此时机谋求世界领导地位。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８ 日，库尔特·坎贝尔（Ｋｕｒｔ Ｍ．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和杜如松（Ｒｕｓｈ Ｄｏｓｈｉ）在《外交事务》杂志撰文认为中国正在填补美国留下

的空缺，将自身定位为全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领导者，这为中国的全球治理提供了

行动机遇。⑤ ４ 月 ９ 日，卡内基中国中心的韩磊（Ｐａｕｌ Ｈａｅｎｌｅ）和萨姆·布雷斯尼奇

（Ｓａｍ Ｂｒｅｓｎｉｃｈ）撰文认为在全球抗疫中，美国正在退出国际舞台，而中国看到了这个

填补领导权空缺、提高自身国际地位的机会。 中国正专注于国际援助和经验介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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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塑造为国际公共品的担保人。① 上述文章均从领导权和公共品的角度延续了霸

权稳定论对全球治理的理解。

霸权稳定论凭借其对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清晰简洁的因果解释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９０ 年代大放异彩，但也因其过度简单化而颇受争议。 下文的分析将表明，霸权稳定论

的提出与流行是由当时全球性公共品的特性与国家间实力对比共同决定的。 其式微

也是因为上述两个因素均发生了变化。

通过文献回顾可以发现，霸权稳定论的理论核心是由霸权国家提供以自由经济秩

序为核心的全球性公共品。 就自由经济秩序而言，基欧汉关于制度创立成本高但维护

成本低的论断有其合理之处。 当前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建立于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绝对领先其他国家的时期，因而美国有能力

制定并维持一系列对其有益的国际组织和制度安排。 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及

欧洲和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美国维系全球自由经济秩序的能力在下降。 但是由于制

度维持的成本较低，各国客观上分担了美国的维系成本，由其主导的全球自由经济秩

序仍然运行至今。 下文的分析将表明，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和核心公共品的改变，

原有的全球性公共品供给体系已不是最优供给方式，因而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也非最

优。 分析全球治理体系的起点应是当前核心全球性公共品的特性以及由此决定的公

共品供给方式，新的供给方式和全球力量对比共同决定了最优的全球治理体系。

三　 双层治理模型

本文将公共品分为两类：一类公共品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和使用，如全球核安全、互

联网协议和气候变化协议等，可以称之为全球性公共品；另一类公共品的国家间异质

性较高，可以称之为区域性公共品，如区域生产网络、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发展基

金等。 国家可以选择是由全球治理机构还是区域治理机构提供其所需的公共品，比如

亚洲国家为发展项目融资时，既可以向世界银行寻求帮助，也可以选择由亚洲开发银

行（ＡＤＢ）或者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ＡＩＩＢ）提供贷款。 类似地，欧盟成员国在寻求

解决贸易争端时，既可以提请欧盟相关机构仲裁，也可在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框架内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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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足鼎立”的双层治理体系的基本内涵是：全球治理所需的公共品可以分为全

球性公共品和区域性公共品两个层次。 在全球层面，应维持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不变，

但要改革现有全球治理机构，即减少现有全球治理机构管理的项目数量，只保留真正

具有全球性质的治理项目，而将具有区域性特征的大部分治理项目“下放”给区域治

理机构管理；在区域层面，与北美—欧洲—亚洲三足鼎立的区域经济格局相对应，由北

美、欧洲、亚洲的区域治理机构分别管理区域性治理项目。 北美的治理机构可以基于

现有美墨加自贸区的协商管理机构，欧洲的治理机构是欧盟，而亚洲（包括东亚和东

南亚）的治理机构则由未来的亚洲共同体来承担。 除去北美、欧洲和亚洲以外，世界

其他地区也应成立区域性治理机构。 三足鼎立的双层治理体系一方面既保持了现有

的全球治理框架及其连续性，又使其更有效率；另一方面，区域性的治理体系可以更好

地照顾地区间差别，更有效地服务于各地区的国家。

接下来，理论模型和定量分析将说明全球和区域双层治理能够有效平衡公共品供

给效率与国家异质性偏好。 同时，区域间的有效竞争除了能够提升公共品供给效率，

亦有助于包容不同国家的发展模式、尊重它们在政治制度与文化上的多样性以及保障

各国平等发展的权利。

（一）模型设定

本文以阿尔贝托·阿莱西纳（Ａｌｂｅｒｔｏ Ａｌｅｓｉｎａ）和恩里科·斯波拉尔（Ｅｎｒｉｃｏ Ｓｐｏ⁃

ｌａｏｒｅ）分析国家大小与数量的理论模型为基础刻画全球治理结构。① 在该模型中，个

体的公共品偏好具有异质性，偏好的异质性程度代表国家规模的成本，即规模过大的

国家很难同时满足个体的多样化需求。 与之类似，国家各有偏好，国家间偏好的异质

性代表了全球和地区治理机构规模的成本。

本文假定各类公共品独立供给。 全球或地区治理的公共品供给主要包括规则制

定与日常管理两类。 比如，跨国贸易的管理包括贸易规则的制定与日常贸易纠纷的处

理，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既包括各国对跨境资本的规则设计，也依赖于大量的日常资本

流动管理。 由于规则一经制定就较少变动，所以我们假设某一类公共品的供给量为某

一类规则日常管理的工作量，表示为 Ｑ，Ｑ 在（０，Ｑ）之间均匀分布。

对公共品的偏好可以取［０，１］之间的任何值，两点之间的距离代表两类公共品偏

好的差异。 国家间的异质性偏好连续，在［０，１］之间呈均匀分布。 当公共品供给点与

国家所处位置点不同时，国家偏好就难以满足并会带来负效用。 负效用的大小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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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差异的程度（以两点间距离表示）和公共品供给量的大小。

我们以 ｌｉ 表示国家自身公共品偏好和治理机构提供的公共品偏好之间的距离。

那么供给量为 Ｑ 的公共品对国家所带来的偏好难以满足的负效用（也就是成本）为

Ｑｌｉ：日常管理量越大，偏好距离越大，这一负效用就越大。 比如，印度认为 ＷＴＯ 的贸

易规则和印度偏好的贸易规则有距离，那么这一距离越大、ＷＴＯ 处理的贸易争端越

多，则 ＷＴＯ 的贸易治理对印度带来的负效用就越大。

图 １ 直观展示了全球和区域治理机构在模型中的分布。 所有国家对公共品的偏

好分布在［０，１］之间，为降低各国偏好异质性带来的负效用，全球治理机构（Ｗ）位于

１ ／ ２ 处。 模型中共有 Ｎ 个区域治理机构，第一个治理机构负责为［０，１ ／ Ｎ］范围内的国

家提供区域性公共品。 同样地，为降低偏好异质性带来的不便，该区域治理机构位于

１ ／ ２Ｎ 处。 以此类推，第二个区域治理结构位于 ３ ／ ２Ｎ 处为［１ ／ Ｎ，２ ／ Ｎ］范围内国家提

供公共品。

图 １　 全球与区域治理机构分布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我们首先考虑区域治理。 借鉴阿莱西纳和斯波拉尔关于效用的函数形式假设，国

家 ｉ 的效用可以表示为：

Ｕｉ ＝ ｇ（１ － Ｑ ｌｉ） ＋ ｙ － ｔｉ （１）

其中，ｇ 是符号为正的系数，ｙ 表示国家收入，ｔｉ 表示国家 ｉ 向区域治理机构支付

的公共服务“税收”。

假设成立单个区域治理机构的成本为 ｋ，全球治理机构的管理成本为 Ｃ，且全球治

理结构的成本低于各区域治理机构成本的总和，即 Ｃ＜Ｎｋ。 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假设

公共品日常管理的边际成本为 ０，则全球社会福利函数为∫ １
０Ｕｉｄｉ。 全球治理的最优结

构问题就变为在区域与全球治理机构总成本不超过各国所交税收的约束条件下，求解

全球福利的最大化。 该问题可以写为：

ｍａｘＷ ＝ ∫１
０
Ｕｉ ｄｉ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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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１
０
ｔｉ ｄｉ ＝ Ｎｋ∫

ｑ∈Ｑｒ
ｄｑ ＋ Ｃ∫

ｑ∈Ｑｇ
ｄｑ （３）

其中，区域性公共品由 ｑ∈Ｑｒ 表示，全球性公共品由 ｑ∈Ｑｇ 表示。
为使福利最大化，需要决定最优区域治理机构的数量（Ｎ∗）以及每类公共品是由

全球还是区域治理机构提供。
将（１）式代入（２）式可得到：

ｍａｘＷ ＝ ∫１
０
（∫

ｑ∈Ｑ
ｇ（１ － Ｑ ｌｉ）ｄｑ ＋ ｙ － ｔｉ） ｄｉ

ｓ．ｔ∫１
０
ｔｉ ｄｉ ＝ Ｎｋ∫

ｑ∈Ｑｒ
ｄｑ ＋ Ｃ∫

ｑ∈Ｑｇ
ｄｑ

于是，该问题被简化为：

ｍａｘＷ ＝ ∫
ｑ∈Ｑｇ

∫１
０
ｇ（１ － Ｑ ｌｉ）ｄｉ － Ｃ[ ] ｄｑ ＋ ∫

ｑ∈Ｑｒ
∫１
０
ｇ（１ － Ｑ ｌｉ）ｄｉ － Ｎｋ[ ] ｄｑ ＋ ｙ

全球性公共品偏好处于 １ ／ ２ 处，而区域性公共品处于区域偏好的中间值。 对于全

球公共品来说，ｌｉ ＝ ｜ ｉ－１ ／ ２ ｜ 。 对于区域 ｎ 来说，区域公共品处于位置
ｎ－１ ／ ２
Ｎ

，所以 ｌｉ ＝

｜ ｉ－ｎ
－１ ／ ２
Ｎ

｜ 。 因此，我们得出：

∫１
０
ｇ（１ － Ｑ ｌｉ）ｄｉ ＝ ｇ － ｇＱ

４
ｆｏｒｑ ∈ Ｑｇ

∫１
０
ｇ（１ － Ｑ ｌｉ）ｄｉ ＝ ｇ － ｇＱ

４Ｎ
ｆｏｒｑ ∈ Ｑｒ

将上述表达式代入 Ｗ，可得到：

Ｗ ＝ ∫
ｑ∈Ｑｇ

ｇ － ｇＱ
４

－ Ｃ[ ] ｄｑ ＋ ∫
ｑ∈Ｑｒ

ｇ － ｇＱ
４Ｎ

－ Ｎｋ[ ] ｄｑ ＋ ｙ （４）

对上式求解发现条件：

ｇＱ
４

＋ Ｃ ≥ ｇＱ
４Ｎ

＋ Ｎｋ （５）

满足该条件的公共品应由区域治理机构提供，反之则应由全球治理机构提供。

式（５）左边表示由全球治理机构提供公共品的成本 ＴＧ＝ ｇＱ
４

＋Ｃ，由偏好差异成本

和全球治理的固定成本构成，在图 ３ 中由 ＴＧ 线表示。 右边表示区域治理机构的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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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ＴＲ＝ｇＱ
４Ｎ

＋Ｎｋ，由偏好差异成本和区域治理的固定成本构成，由 ＴＲ 线表示。

解得界定国家选择由全球还是区域治理机构提供公共品的临界值 Ｑ∗为：

Ｑ∗ ＝ ４ Ｎ∗（Ｎ∗ｋ － Ｃ）
ｇ（Ｎ∗－ １）

（６）

图 ２　 全球与区域治理机构成本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从图 ２ 可以看出，当 Ｑ≤Ｑ∗时，应由全球治理机构提供公共品，反之应由区域治

理机构提供公共品。 我们假设 Ｃ＜Ｎｋ，也就是说，全球治理成本比建立若干区域治理

机构的总成本要小。 从规则建立的成本来看，全球性治理比区域性治理更有效率。 但

是全球性治理需制定全球统一的规则，这会给偏好各异的各个国家带来更大的负效

用；而且治理机构日常管理的工作量越大，这种负效用带来的损失就越大。 所以，最优

的治理事务划分应该是：日常管理工作量比较小的公共品由全球治理机构提供，日常

管理工作量比较大的公共品由区域治理机构提供。 这样公共品会由全球机构和区域

机构共同提供，构成一个双层治理体系。

尽管这一简单的模型并未直接给出最优区域治理机构的数量，但后文的回归分析

与数据分析将表明，建立以“美墨加协定（ＵＳＭＣＡ）—欧盟—亚洲共同体”为主要区域

治理机构的三足鼎立结构具有一定的经济、政治基础和现实可行性。

（二）区域有效竞争与最优区域数量

现实中，经济发展程度是否接近、政治关系、文化传统、合作历史与自然条件等因

素导致区域治理机构之间存在差异，它们共同决定了区域治理机构的最优数量。 区域

机构在提供区域性公共品之外，往往还有助于增强成员国间联系，促进区域内合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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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分工，提高区域生产率，从而为其成员国产生正外部性。 各区域治理结构间还

会彼此竞争，各国可以根据自身偏好选择加入哪个区域治理机构。 区域治理机构间的

有效竞争能提高区域公共品供给效率，同时其差异性有助于容纳多种发展模式、尊重

政治制度与文化的多样性、保障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平等发展权利。

经验表明五个因素会影响国家是否与他国建成区域治理机构，这些因素也决定了

区域治理机构间的差异。 第一，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的偏好一致性更强，它们建

成的区域机构的治理成本也较低。 比如，西欧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欧盟的一体化

程度就较高。 第二，政治关系是否密切影响了建立区域治理机构的可能性，比如冷战

期间欧洲形成了分别以“马歇尔计划”与经济互助委员会为标志的两大区域经济治理

机构。 第三，不同的文化传统往往决定了各区域治理机构的不同优先议程，比如泛非

主义思潮影响下的非洲联盟强调全世界黑人族裔团结起来、反对种族歧视和殖民统

治。 因此，不同于大多数以经济发展为目的而建立的区域治理机构，非洲联盟始终将

维护和平、推进民主法制和人权运动放在首要位置。 第四，国家间的悠久合作历史有

益于发展出互补的经济结构、正式的经济政治合作与对话机制、非正式的社会网络以

及民间信任，降低区域治理机构的管理成本。 第五，资源禀赋等自然条件很可能决定

合作是否能够启动，比如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欧洲有着丰富的煤

炭与铁矿资源，只是国家边界对资源的分割阻碍了欧洲的重工业发展和经济复苏。 另

外，极端的自然条件还会阻碍区域合作，比如山脉和海洋就具有阻隔作用。 当前鲜有

地理跨度极大的成熟区域治理机构。
本文基于 Ｐｒｏｂｉｔ 和 Ｌｏｇｉｔ 模型分析上述因素对国家达成区域贸易协定（ＲＴＡ）的影

响。 模型设定为：

Ｐｒｏｂ（ＲＴＡｉｊｔ ＝ １） ＝ Ø（β０ ＋ β１ ＧＤＰｇａｐｉｊｔ ＋ β２ Ｖｏｔｅｉｊｔ ＋ γＣｕｌ ＋ δＸ ＋ ｉｊｔ）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 ｉ、ｊ 两国在 ｔ 年是否达成 ＲＴＡ（达成取 １），数据来自 ＣＥＰＩＩ 数
据库。 解释变量中，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程度（ＧＤＰｇａｐ）使用国家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

在全球 ＧＤＰ 中百分位的差值表示，ＧＤＰ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Ｗｏｒｌｄ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数据库；政治关系（Ｖｏｔｅ）采用两国在联合国投票一致性表示，数据

来自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库（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Ｖｏｔｉｎｇ Ｄａｔａ）；文化传

统（Ｃｕｌ）包含官方语言（Ｌａｎｇｕａｇｅ）、宗教（Ｒｅｌｉｇ）和法律制度（Ｌｅｇｉｓ）三类因素；其他国

家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国家距离的对数（ ｌｎＤｉｓ）、两国人口差距（ＰＯＰｇａｐ）、两国领土

面积差距（ＡＲＥＡｇａｐ）、两国人口的对数（ Ｌｎｐｏ，Ｌｎｐｄ）、两国领土面积的对数（ Ｌｎａｏ，

Ｌｎａｄ），数据来自 ＣＥＰＩＩ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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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影响区域治理机构的因素

Ｙ＝Ｐｒｏｂ（ＲＴＡ＝ １）
Ｌｏｇｉｔ Ｐｒｏｂｉｔ Ｌｏｇｉｔ Ｐｒｏｂｉｔ

（１） （２） （３） （４）

ＧＤＰｇａｐ －３．３４８∗∗∗

（０．０７２）
－１．４６０∗∗∗

（０．０３３）
－３．０７３∗∗∗

（０．０６６）
－１．３２５∗∗∗

（０．０３０）

Ｖｏｔｅ ０．９８４∗∗∗

（０．０７６）
０．２４４∗∗∗

（０．０３３）
１．２２９∗∗∗

（０．０７５）
０．３５３∗∗∗

（０．０３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０．１６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８９∗∗∗

（０．０１３）
０．２３７∗∗∗

（０．０２６）
０．１１３∗∗∗

（０．０１３）

Ｒｅｌｉｇ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７）
０．１３８∗∗∗

（０．０３５）
０．０９６∗∗∗

（０．０１７）

Ｌｅｇｉｓ ０．３７６∗∗∗

（０．０２２）
０．１６１∗∗∗

（０．０１０）
０．３５０∗∗∗

（０．０２２）
０．１５１∗∗∗

（０．０１０）

ｌｎＤｉｓ －１．４１３∗∗∗

（０．０１１）
－０．５６２∗∗∗

（０．００５）
－１．０８３∗∗∗

（０．０１０）
－０．５３７∗∗∗

（０．００５）

ＰＯＰｇａｐ ０．７８４∗∗∗

（０．０７３）
０．３８３∗∗∗

（０．０３４）

ＡＲＥＡｇａｐ
－０．１６３
（０．０６８）

－０．０９８∗∗∗

（０．０３１）

Ｌｎｐｏ ０．１５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６４∗∗∗

（０．００５）

Ｌｎｐｄ ０．１５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６４∗∗∗

（０．００５）

Ｌｎａｏ －０．１７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７５∗∗∗

（０．００４）

Ｌｎａｄ －０．１７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７５∗∗∗

（０．００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５．８９７∗∗∗

（０．０９１）
２．９１５∗∗∗

（０．０４８）
８．７３４∗∗∗

（０．１２４）
４．１７８∗∗∗

（０．０６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７９２５０ ２７９２５０ ２７９２５０ ２７９２５０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为系数在 ０．１ 水平上显著，∗∗为系数在 ０．０５ 水平上显著，∗∗∗为
系数在 ０．０１ 水平上显著。

从表 １ 中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除宗教因素在第一个模型中不显著外，其他各变

量系数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说明上述因素对两国是否达成 ＲＴＡ 均有显著影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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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预期。 其中，ＧＤＰｇａｐ 对是否达成 ＲＴＡ 的影响显著为负，说明两国经济发展水平

差距越大，越不可能达成 ＲＴＡ，反之即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更易组建区域机构。

政治关系和文化传统类变量对两国是否能够达成 ＲＴＡ 均有正向影响，即两国政治关

系越好、文化传统越一致，达成 ＲＴＡ 的可能性就越高，这与前文所述政治关系和文化

传统对建成区域治理机构有正向作用一致。

由于存在正外部性，区域治理机构间会为了吸引匹配程度更高的国家加入而竞

争。 竞争有多种形式，其核心是提高区域公共品的供给效率，例如，加强区域内基础设

施建设、完善区域治理规则、建立区域性金融机构改善融资服务以及协调产业发展与

制定优惠政策等。 基于异质性偏好的区域治理机构使得容纳多种发展模式成为可能，

比如国家可以根据是否支持国有企业、是否推行产业政策、采取何种汇率制度等组建

不同的区域治理机构，各国再根据自身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决定是否加入以及加入哪

个区域组织。 区域有效竞争能够保障不同的国家偏好得到满足，同时容纳各种发展模

式，使各国能够选择适合本国状况的发展道路，形成不同发展模式间的自由竞争，尊重

不同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保障各国的平等发展权利。 此外，虽然理论模型没有得出

区域治理机构的最优数量，但在考虑上述现实因素的基础上，我们将通过更加细致的

数据分析说明三个区域治理机构是最优数量，即以“美墨加协定—欧盟—亚洲共同

体”三足鼎立的区域治理结构为主体。

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表明，全球治理的最优结构是全球与区域双层治理体系。 下

一部分将进一步说明在当前的“新全球化”阶段，区域层面的三足鼎立结构最具现实

可行性。

四　 构建“三足鼎立”的治理体系

（一）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基于三点原因，有必要构建三足鼎立的双层治理体系。

第一，全球化的经济基础已经呈现出三足鼎立的结构特征，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治

理体系依然由美国主导，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相适应的矛盾已是当前全球化进程中

的基本矛盾。 这表现为全球贸易、金融和跨国公司治理三大领域中的各类具体矛盾。

在贸易领域，全球贸易治理体系中出现了“不可能三角”，即普遍规则、严格执行

和达成共识三者难以同时实现。 ＷＴＯ 原本代表以达成普遍共识的规则来调整贸易行

为的国际贸易法治，这一法治地位也保证了规则的严格执行。 但随着全球贸易治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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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结构和贸易模式的变化，如今全球贸易治理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ＷＴＯ 陷入

“不可能三角”，这也是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和 ＷＴＯ 改革举步维艰的根本原因。

在金融领域，国际货币体系一直维持着以美元为主导的格局，无法反映各国实体

经济的结构性差别，美元霸权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三足鼎立的实体经济格局出现背离。

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改变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

在跨国公司治理领域，美国的长臂管辖与跨国公司的利益存在矛盾，国家治理与

市场力量存在冲突。 跨国公司的全球运行主要依赖世界市场的力量，而美国的长臂管

辖则依赖国家权力，代表着美国的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和国内利益集团利益。 美国对

中国高科技跨国公司的长臂管辖更是直接服务于遏制中国发展。

第二，“超级全球化”演变为“新全球化”，创新时代已经到来。 ２００８ 年后，全球进

入以知识生产和创新为主要发展驱动力的时代，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和数字贸易的比

重大幅上升，技术创新成为近年来最重要的全球性公共品。

第三，以创新为内核的“新全球化”要求实现全球和区域层面的双层治理。 当前

的技术创新以“想法（ｉｄｅａｓ）”为基础，具有天然分散性，但美国将本来应当全球共同供

给的想法公共品变为集中式供给，人为制造了不平衡、不匹配的公共品供给体系。 目

前全球的技术创新具有边际成本极低和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极易导致垄断性全球科

技公司的形成。 全球与区域层面的双层治理和区域间彼此竞争能够有效限制少数巨

型跨国科技公司的垄断，缓解其所在国对全球的技术垄断。 另外，美国提供全球性公

共品的意愿和能力都在降低。

上述三个原因共同导致了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效率低下，加剧了国家内部和国家间

的不平等。 除了上述必要性外，从经济与政治现实来看，构建三足鼎立的双层治理体

系也具备现实可行性。

在经济方面，分别以美国、德国和中国为中心节点的“北美—欧洲—亚洲”三足鼎

立的全球价值链区块格局已然形成。 基于双边贸易数据及跨境投入产出表的分析可

以清晰显示出，在全球贸易、生产和消费网络中均已形成三足鼎立的区域经济格局。

在政治方面，亚洲与欧洲就解决当前全球化的三大基本矛盾而言具有共同利益，

有动力共同推动区域竞争的全球治理体系。 在贸易领域，自 ２０１８ 年起特朗普政府在

全球范围内挑起贸易争端，年初就宣布对包括欧盟、加拿大和日本等传统盟友在内的

多个经济体征收钢铝关税，随后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加征惩罚性关税。 美国这

一做法的实质是在现有国际经济规则对己不利的情况下，力图通过挑起贸易争端来改

变游戏规则，破坏 ＷＴＯ 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 在国际金融领域，各国的官方外汇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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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货币体系、全球支付货币体系、全球外汇交易货币体系、国际债券市场货币体系以及

国际贷款市场货币体系均以美元为核心，由美国主导国际金融秩序和金融制度。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凭借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向其他国家“转嫁”金融

危机，导致欧洲各国严重受损。 在跨国公司治理领域，美国法院的长臂管辖增强了法

官的自由裁量权。 企业不需在美国设立，也不必在美国经营业务，只要企业经营行为

与美国市场、相关机构或者企业产生联系，就会受到美国法律的制约。 美国长臂管辖

的范围涵盖了民事侵权、金融投资、反垄断、出口管制和网络安全等众多领域。 ２１ 世

纪以来，美国通过长臂管辖巨额处罚了诸多跨国公司，包括德意志银行、阿尔斯通、中
兴和华为等欧洲与亚洲国家的大型企业。 欧盟制定了不允许欧洲跨国公司接受美国

长臂管辖的规则，但后者依然无力反抗，不得不服从美国的裁定。 在反抗美国对跨国

公司的长臂管辖上，中国、日本和欧洲具有共同诉求与共同利益。
（二）三足鼎立的区域经济结构

基于对全球贸易、消费和生产格局的翔实数据刻画，全球经济已经在事实上形成

了以美国、德国和中国为中心的“北美—欧洲—亚洲”三足鼎立的经济结构，区域治理

机构轮廓初显。①

针对贸易网络（如图 ３ 所示），选取了全球贸易总额排序前 ６０ 名的国家和地区，
再加上东亚和东南亚的所有国家和地区作为总样本。 样本的贸易总额占全球贸易总

额的 ９７％以上，代表性很强。 在图 ３ 中，将一国与其最大贸易伙伴（箭头所指）用直线

连接。 ２０１７ 年，欧洲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基本是德国，德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是中国，
中国是大部分亚洲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北美主要国家（加拿大、墨西哥）的最大贸

易伙伴均为美国。
针对消费网络（如图 ４ 所示），采用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库（ＷＩＯＤ）中的投入产出数

据计算各国的最大消费伙伴（箭头所指）。 与贸易网络的结构类似，２０１７ 年美国、德国

和中国在各自所处区域的消费网络中均处于中心节点位置。 同时，德国的最大消费伙

伴是中国，中美两国互为最大消费伙伴。
针对生产网络（如图 ５ 所示），基于全球价值链生产分解方法追溯全球生产网络

中增加值的来源地和最终吸收地，②进而计算出国家和地区间的生产关联程度，箭头

所指经济体为最大生产伙伴。 与前两类网络相似，美国、德国和中国是北美、欧洲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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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地区经济体最重要的生产伙伴。

无论是从贸易、消费还是生产角度来看，其网络结构均清晰呈现出由北美、欧洲和

亚洲三个主要经济区域构成的区块性结构，同时美国、德国和中国分别是三个区域的

中心国家。 三足鼎立的全球经济结构已经形成。

图 ３　 全球贸易格局（２０１７ 年）

资料来源：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库，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ｕｎ．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７ 日。
注：箭头所指的国家（地区）为最大贸易伙伴。 ＡＲＧ：阿根廷，ＡＵＳ：澳大利亚，ＡＵＴ：奥地利，

ＢＥＬ：比利时，ＢＧＲ：保加利亚，ＢＬＲ：白俄罗斯，ＢＲＡ：巴西，ＢＲＮ：文莱，ＣＡＮ：加拿大，ＣＨＥ：瑞士，
ＣＨＬ：智利，ＣＨＮ：中国，ＣＯＬ：哥伦比亚，ＣＺＥ：捷克，ＤＥＵ：德国，ＤＮＫ：丹麦，ＤＺＡ：阿尔及利亚，
ＥＧＹ：埃及，ＥＳＰ：西班牙，ＦＩＮ：芬兰，ＦＲＡ：法国，ＧＢＲ：英国，ＧＲＣ：希腊，ＨＫＧ：中国香港，ＨＵＮ：匈牙

利，ＩＤＮ：印度尼西亚，ＩＮＤ：印度，ＩＲＬ：爱尔兰，ＩＲＮ：伊朗，ＩＳＲ：以色列，ＩＴＡ：意大利，ＪＰＮ：日本，
ＫＡＺ：哈萨克斯坦，ＫＨＭ：柬埔寨，ＫＯＲ：韩国，ＫＷＴ：科威特，ＬＡＯ：老挝，ＬＢＮ：黎巴嫩，ＬＴＵ：立陶宛，
ＭＡＣ：中国澳门，ＭＡＲ：摩洛哥，ＭＥＸ：墨西哥，ＭＭＲ：缅甸，ＭＮＧ：蒙古国，ＭＹＳ：马来西亚，ＮＧＡ：尼
日利亚，ＮＬＤ：荷兰，ＮＯＲ：挪威，ＮＺＬ：新西兰，ＯＭＮ：阿曼，ＰＡＫ：巴基斯坦，ＰＥＲ：秘鲁，ＰＨＬ：菲律

宾，ＰＯＬ：波兰，ＰＲＴ：葡萄牙，ＲＯＭ：罗马尼亚，ＲＵＳ：俄罗斯，ＳＧＰ：新加坡，ＳＶＫ：斯洛伐克，ＳＶＮ：斯
洛文尼亚，ＳＷＥ：瑞典，ＴＨＡ：泰国，ＴＵＲ：土耳其，ＵＫＲ：乌克兰，ＵＳＡ：美国，ＶＮＭ：越南，ＺＡＦ：南非。

目前，欧盟已通过建立统一内部市场、使用统一货币、建立外交政策与政治事务协

调机制等途径实现了较高程度的一体化。 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也重新签署了美

墨加协定，深化区域内贸易。 只有亚洲主要国家始终没有达成真正有效力、有影响力

的区域协定，未能深化区域内合作与专业化分工。 亚洲的区域治理机构建设进度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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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全球消费格局（２０１７ 年）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多区域投入产出表（ＡＤＢ⁃ＭＲＩＯ），本文采用的数据由亚洲开发银行

直接提供，更新至 ２０１７ 年。 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ｍｒｉｏ．ａｄｂｘ．ｏｎｌｉｎｅ，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注：箭头所指的国家（地区）为最大消费伙伴。 ＡＵＴ：奥地利，ＢＥＬ：比利时，ＢＧＲ：保加利亚，

ＢＲＮ：文莱，ＣＡＭ：柬埔寨，ＣＨＮ：中国，ＣＹＰ：塞浦路斯，ＣＺＥ：捷克，ＤＥＵ：德国，ＥＳＰ：西班牙，ＥＳＴ：
爱沙尼亚，ＦＩＮ：芬兰，ＧＢＲ：英国，ＧＲＣ：希腊，ＨＫＧ：中国香港，ＨＲＶ：克罗地亚，ＨＵＮ：匈牙利，ＩＤＮ：
印度尼西亚，ＩＲＬ：爱尔兰，ＩＴＡ：意大利，ＪＰＮ：日本，ＫＯＲ：韩国，ＬＡＯ：老挝，ＬＴＵ：立陶宛，ＬＵＸ：卢森

堡，ＬＶＡ：拉脱维亚，ＭＡＬ：马来西亚，ＭＥＸ：墨西哥，ＭＬＴ：马耳他，ＭＯＮ：蒙古国，ＮＬＤ：荷兰，ＰＨＩ：
菲律宾，ＰＯＬ：波兰，ＰＲＴ：葡萄牙，ＲＯＭ：罗马尼亚，ＳＩＮ：新加坡，ＳＶＫ：斯洛伐克，ＳＶＮ：斯洛文尼

亚，ＳＷＥ：瑞典，ＴＡＰ：中国台湾，ＴＨＡ：泰国，ＵＳＡ：美国，ＶＩＥ：越南。

滞后于另外两个区域，使得三足鼎立的区域治理机构徒有经济基础，而无切实可行的

制度条件。 因此构建全球双层治理体系的重点在于厘清全球与区域治理机构的职责

划分，形成三足鼎立的区域治理结构。 其中，重点在于亚洲共同体的培育和建设。
在亚洲区块中，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结构和长期以来亚洲多国协同治理的治理结

构不相适应，这是区域层面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相适应的又一体现。 这一基本矛盾

导致亚洲区块建设已具备充分的经济基础，但却仍然缺乏可行的区域治理机构。 在经

济总量和贸易方面，到 ２０１７ 年，中国在区域 ＧＤＰ 和进出口总量中的占比均已接近

５０％；在生产、消费方面，到 ２０１７ 年，中国在所处区域的中间品消费及供给占比已达

７０％，在区域最终品消费和供给中的占比则为 ５５％左右。 中国在区域经济内的支撑作

用凸显，但当前亚洲区域经济治理的主要形式还是多国综合治理模式，例如东盟与中

日韩（１０＋３）、东盟与中日韩澳新印（１０＋６）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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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全球生产格局（２０１７ 年）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多区域投入产出表（ＡＤＢ⁃ＭＲＩＯ），本文采用的数据由亚洲开发

银行直接提供，更新至 ２０１７ 年。 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ｍｒｉｏ．ａｄｂｘ．ｏｎｌｉｎｅ，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注：箭头所指的国家为最大生产伙伴。 ＡＵＴ：奥地利，ＢＥＬ：比利时，ＢＧＲ：保加利亚，ＢＲＮ：

文莱，ＣＡＭ：柬埔寨，ＣＡＮ：加拿大，ＣＨＮ：中国，ＣＹＰ：塞浦路斯，ＣＺＥ：捷克，ＤＥＵ：德国，ＤＮＫ：丹
麦，ＥＳＰ：西班牙，ＥＳＴ：爱沙尼亚，ＦＩＮ：芬兰，ＧＢＲ：英国，ＧＲＣ：希腊，ＨＫＧ：中国香港，ＨＲＶ：克罗

地亚，ＨＵＮ：匈牙利，ＩＤＮ：印度尼西亚，ＩＲＬ：爱尔兰，ＩＴＡ：意大利，ＪＰＮ：日本，ＫＯＲ：韩国，ＬＡＯ：
老挝，ＬＴＵ：立陶宛，ＬＵＸ：卢森堡，ＬＶＡ：拉脱维亚，ＭＡＬ：马来西亚，ＭＥＸ：墨西哥，ＭＬＴ：马耳他，
ＭＯＮ：蒙古国，ＮＬＤ：荷兰，ＰＨＩ：菲律宾，ＰＯＬ：波兰，ＰＲＴ：葡萄牙，ＲＯＭ：罗马尼亚，ＳＩＮ：新加坡，
ＳＶＫ：斯洛伐克，ＳＶＮ：斯洛文尼亚，ＳＷＥ：瑞典，ＴＡＰ：中国台湾，ＴＨＡ：泰国，ＵＳＡ：美国，ＶＩＥ：越南。

这不符合亚洲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结构，易导致区域公共品供给不足和治理效率低

下。 例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之所以迟迟无法落实，其原因正在于各经济体之

间存在激烈的利益博弈。 不难想象该协定在未来的谈判和升级过程中，仍将面临多国

综合治理模式中势必存在的效率低下等问题。 亚洲共同体应采取“轮轴—辐条”式结

构进行区域治理，由作为“轮轴”的中国推动与其他成员签订区域贸易协定。 “轮轴—

辐条”结构不仅与亚洲现有经济结构相匹配，而且采用该结构的自由贸易协定往往在

建立初期具有大国让利、小国获益的性质，长期来看有利于区域利益最大化。 更何况，

由一国推动可以改变多国协调带来的延宕，推动亚洲区域治理机构尽快建成。

就可行性而言，亚洲区域的价值链分工不断加强，中国在区域内的核心经济地位

日趋稳固，不断扩大的市场规模和消费潜力是中国可以向亚洲提供的最具吸引力的公

共品。 就政治条件而言，亚洲区域治理机构长期缺位的直接原因是政治因素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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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长期遗留的历史问题、跌宕起伏的大国博弈以及美国的域

外干涉。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背景下，亚洲国家和地区更需要深入合作，区域合作

的向心力不断加强。 亚洲共同体的建设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下已具备一定的

现实可能性。

亚洲共同体建设可以卫生和经济领域为突破口，先建立亚洲卫生和经济共同体，

以区域公共卫生治理和经济一体化为基石，再经过卫生共同体与自由贸易区、经济共

同体、货币联盟等阶段，最终形成成熟的亚洲治理体系。 亚洲共同体可设定短期、中

期、长期三类阶段目标：短期卫生先行，构建亚洲卫生与经济共同体，在共同抗疫的同

时，强化区域卫生领域互联互通；中期致力于强化亚洲经济共同体，整合亚洲现有的自

贸区、货币基金、开发银行等多边合作平台；长期要建立具有亚洲特色的亚洲共同体，

使其成为三足鼎立的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极。 亚洲秩序的建立需要一个基于当前、着

眼长远、有机统一的整合框架，打造亚洲卫生与经济共同体是重要一步。

亚洲卫生与经济共同体的治理范围包括所有亚洲国家和其他有意愿合作的域外

国家及地区，主要面向亚洲市场，也对世界其他地区开放。 亚洲卫生与经济共同体应

采取“轮轴—辐条”式的大国驱动模式，其推进思路是单边开放、双边谈判、先易后难、

有序进入，以“滚雪球”的方式扩员。 中国可与愿意加入共同体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双

边谈判、稳步推进，在一国或地区加入后，再与其他国家或地区谈判、确定后续加入国

或地区。 当然，亚洲卫生和经济共同体也对区域外国家开放。 同时，在考虑其他国家

或地区加入亚洲共同体的顺序时，也应充分考虑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在决策机制上，亚洲卫生和经济共同体可参考亚投行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ＣＰＴＰＰ）的决策机制。 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章程规定共设立 １０００ 亿

美元的法定股本，将域内成员与域外成员的出资比例设定为 ７５ ∶ ２５，再根据各国认购股

本及经济体量占比分配投票权；ＣＰＴＰＰ 的决策机制也规定，重要决议至少需要赞成国的

ＧＤＰ 份额超过所有成员国 ＧＤＰ 总额的 ５０％，并且有 ７５％的成员国批准才能通过。 与上

述规则类似，亚洲共同体内部的重要决议至少应获得 ７５％的同意票才可通过。

（三）双层治理格局

在三足鼎立的区域格局基础上，全球在金融、贸易、卫生和安全等多个领域已显现

出全球与区域双层治理的雏形，全球与区域治理机制实现了基本分工，分别向各国提

供各类公共品，只是两者的职责划分尚不明确，运行机制有待完善，治理能力亟须提

高。 其中，合理划分全球与区域治理机构之间的职责有助于后两个问题的解决。

以国际发展金融为例分析当前双层治理体系的雏形，可以看到全球与区域金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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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机构在其提供的金融公共品的性质、能力和服务范围等方面均有显著差异，国家在

寻求不同类型公共品供给服务时会有针对性选择。 在金融公共品领域，代表性的全球

治理机构主要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世界银行（ＷＢ）、国际清算银行（ＢＩＳ）和

金融稳定委员会（ＦＳＢ），代表性的区域治理机构则包括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ＥＢＲＤ）、美洲开发银行（ＩＡＤＢ）和非洲开发银行。

表 ２　 主要金融治理机构职能与服务范围

机构名称 主要职能 成员范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监督成员国经济状况与货币政策、援助国
际收支困难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和培训

全球

世界银行
为发展中国家资本项目提供贷款、推进
全球减贫

全球

国际清算银行
推进国际货币政策对话与研究、关注央
行支付体系、担保国际金融业务

全球

金融稳定委员会
评估全球金融系统脆弱性、协调各国监
管政策与标准、制定跨国应急预案

以二十国集团（Ｇ２０）为基础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

促进亚洲互联互通与经济一体化
以亚洲国家为主体，成员国遍
布六大洲

亚洲开发银行 为成员国减贫与发展提供项目贷款
亚太地区 ４９ 个经济体以及其他
地区 １９ 个经济体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支持中东欧私营企业与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其市场化转型

欧洲地区 ４５ 个经济体、其他地
区 ２２ 个经济体、２ 个国际机构

美洲开发银行
为拉美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提供资金与
技术援助

２８ 个美洲国家、１６ 个欧洲国家
以及 ４ 个亚洲国家

非洲开发银行
促进非洲成员经济与社会发展，推进非
洲经济一体化

５４ 个非洲国家和 ２８ 个域外
国家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各金融机构官网整理。

全球金融治理机构提供的公共品主要有四个特征：一是直接与国家层面的经济社

会状况、主要经济政策和经济机构相关；二是能够提供大额信贷与援助，公共品供给能

力强；三是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甚至各地区各国（极少数国家和地区除外）；四是与成

员国中央政府关系密切，履行职能大多需要后者支持。

区域金融治理机构也有四个特点：第一，由区域核心国家主导建立，公共品供给能

力由主导国家的意愿和能力决定，但明显弱于全球治理机构，难以提供大额援助。 第

二，聚焦成员国内部较低级别行政区划中的发展项目。 第三，公共品供给只覆盖区域

内国家，区域外国家大多为出资方而非借款方。 第四，公共品供给领域有所侧重，一般

·４４１·

　 “三足鼎立”的新全球化双层治理体系




　 ２０２０ 年第 ９ 期

服务于该组织的主要宗旨。

以中国为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中国提供的主要金融公共品是经济状况跟踪与

政策研究，同时为中国参与国际经济事务提供平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历史上经常大

规模援助主权国家，如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援助韩国、２０１８ 年达成对阿根廷的 ５７０ 亿美

元的救助贷款协议。 不过，中国很少利用 ＩＭＦ 的资金支持。 世界银行的主要贷款对

象为成员国政府、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并规定如果借款人不是政府，该项目则需要政

府提供担保。 在资金援助的过程中，世界银行对中国的财政金融、社会保障、投资环

境、农村发展和教育卫生等领域的体制机制产生了重要影响。 例如，因世界银行贷款

引进的竞争性招标机制、工程师监理制度和业主负责制已成为中国重大工程项目的标

准做法；在世界银行项目中率先试点的区域卫生资源规划、医疗扶贫基金等也为中国

卫生体制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借鉴。① 国际清算银行在各国中央银行对话和国际金

融规则制定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 金融稳定委员会则在金融风险识别和风险防范应

急预案领域有重要作用。 中国相关部门在上述两家机构的平台内与各国央行和金融

监管机构展开对话，增进了其他国家对中国金融机制的认识，同时也能通过借鉴国际

同行的经验提高自身金融监管水平。

表 ３　 亚洲开发银行对华贷款概况 （单位：百万美元）

领域 行政层级 项目数量 项目总金额 平均项目金额 单笔最大项目金额

农业与
自然资源

省级 １２ ９３１ ５ ７７ ６ ２００

跨省区域 ８ ８９８ １１２ ３ ２００

区域、市及以下 １０ ６４２ ８ ６４ ３ ２５０

教育
省级 １ ５０ ５０ ５０

区域、市及以下 １ ５０ ５０ ５０

能源

省级 １３ １５９５ ４ １２２ ７ ２００

跨省区域 ５ ６２４ ３ １２４ ９ １７８

区域、市及以下 １３ １５９２ １２２ ５ ２００

金融 主要银行 ７ ５８０ ８２ ９ １２０

工业和贸易

省级 ０ ０ ０ ０

跨省区域 １ ２５０ ２５０ ２５０

区域、市及以下 ３ ３２４ ８ １０８ ３ １３３

·５４１·



① 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与世界银行合作 ３０ 年》，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ｆ．ｇｏｖ．ｃｎ ／ ｚｈｕａｎｔｉｈｕｉｇｕ ／ ｃｗ３０ ／
ｂｊｚｌＣ ／ ２０１００９ ／ ｔ２０１００９０３＿３３７２８５．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续表 ３
领域 行政层级 项目数量 项目总金额 平均项目金额 单笔最大项目金额

交通和运输

省级 ２８ ４８６１ ５ １７３ ６ ３１２ ５

跨省区域 １３ ２１８８ ８ １６８ ４ ３００

区域、市及以下 ３５ ７１７２ ２ ２０４ ９ ６００

城市基础
设施

省级 ７ ７０２ ４ １００ ３ １５７

跨省区域 １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区域、市及以下 １９ ２１８３ ８ １１４ ９ ３００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自亚洲开发银行官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ｄｂ．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ｐａｇｅ ／ ５９５３１ ／
ａｄｂ－ｌｏａ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ｐｒｃ－ｓｅｃｔｏｒ－ｚｈ．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注：区域指省内包含若干地级市的地区，如豫西地区（包括洛阳市和三门峡市）。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扮演了多个重要区域金融治理机构的出资人的角色，

如美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 不

过，本文主要分析的是各治理机构向国家提供金融公共品，因此案例分析的重点是作

为公共品消费方的中国，所以选择合作历史悠久、中国曾广泛接受其贷款的亚洲开发

银行作为案例分析主体。 自 １９８６ 年中国加入亚洲开发银行以来，已累计获得 ２９７．６

亿美元的贷款，是该行第二大借款国。 从表 ３ 中可以看出，亚洲开发银行的对华贷款

项目集中在省级及以下，行政层级较全球金融机构的贷款对象更低；单笔最大项目金

额为 ６ 亿美元，这说明亚洲开发银行的公共品供给能力明显弱于全球治理机构；贷款

项目绝大多数是区域发展融资，基础设施项目占比较高，这符合亚洲开发银行“为成

员国减贫与发展提供项目贷款”的核心宗旨。

五　 全球化的四个阶段与“新全球化”时代

这里将使用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来分析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对全球化四个阶段下

的全球力量对比与公共品供给进行论述，说明全球力量对比和公共品供给如何共同决

定了全球治理体系。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比较历史分析尤其适合用来建立对本身只

有少数案例的宏观历史现象的解释……事实上，比较历史分析方法是一种多变量分析

方法，这种方法适用于变量太多且案例不充分的现象”。① 在这类案例中，使用统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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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往往面临着案例数少、变量数量多类型多、次级变量多等问题，难以构建数理模型来

加以验证。 分析结果进一步说明，在当前历史条件下霸权稳定式的治理体系已不再适

用，三足鼎立的“新全球化”双层治理体系具有合理性。
全球化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全球化 １．０”为 １５００—１８１９ 年，以大航海开启为标志，可

以称之为“全球化的发现时代”；“全球化 ２．０”为 １８２０—１９８０ 年，以最终品的全球贸易快

速发展为特征，可以称之为“全球化的贸易时代”，在这一时期英国、美国相继成为主导

国家；“全球化 ３．０”为 １９８１—２００８ 年，在这一时期中间品贸易快速发展，全球价值链和全

球生产体系最终形成，生产的全球化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可以称之为“全球化的生

产时代”，美国是这一时期全球化的主导者；２００８ 年后，全球进入以知识生产和创新为主

要驱动力的“全球化 ４．０”即“新全球化”时代，可以称之为“全球化的创新时代”。
比较历史分析发现，在“全球化 ３．０”及以前的时代，霸权稳定论式的治理有其合

理性：第一，在上述时代，全球性公共品是以自由经济秩序为核心和基础的一系列机构

设置与制度安排，此类公共品具有创建成本高但维护成本低的特点，且体系维护成本

由各国分担。 第二，每个时代的霸权国家技术先进，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超群，有能力

承担创建全球治理体系的成本。 同时其他国家在一定时期内能力难以接近，无法挑战

该体系。 因此，该体系能在一段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 第三，霸权国家自身有动力向

全球提供公共品。 这是因为自由贸易与自由市场理念有助于其拓展全球市场，并在全

球范围内汲取资源或布局产业链。 此外，霸权国家还能享受因制定规则或占据体系内

特殊地位所带来的长期红利。 第四，霸权国家提供的公共品和治理体系在提出时均代表

了历史进步的方向，具备道义上的正当性，比如降低关税、推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和

推动全球经济增长。 第五，霸权体系在客观上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全球秩序的稳定

和以此为基础的全球增长，具有正外部性，这为主导国的霸权地位提供了合法性。
但步入“全球化 ４．０”时代后，全球发展主要由人力资本和技术推动，原创性的想

法成为技术创新的重要来源，因此技术与创新而非自由经济秩序成为这一时期的核心

全球性公共品。 想法以及由此产生的科技创新（以数字技术为代表）在当前时期具有

边际成本极低、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因而具备自然垄断的特质，极有可能造成大型跨

国科技公司的全球垄断。 在这一条件下，由霸权国家主导提供全球性公共品的治理体

系极易导致超级科技公司与其所在的霸权国在全球范围内高强度“征税”，加剧全球

范围内的收入不平等，削弱长期创新动力。 因此，在全球治理体系设计中通过不同区

域治理机构的有效竞争来制衡大型跨国科技公司的全球垄断具有现实重要性。
（一）“全球化 １．０”：航海技术与寡头竞争

以“大航海时代”为开端的 １５００—１８１９ 年是“全球化 １．０”阶段，也称为“全球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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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时代”。 １５００ 年左右，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王室的资助下，以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Ｃｏｌｕｍｂｕｓ）为代表的航海家们开辟了新航路，在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

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商业联系，世界市场初步形成。 世界就此告别了相对孤立割裂的状

态，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正式开启。

１６ 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率先开始海外探索，荷兰与英国紧随其后，国际贸易的

中心从地中海沿岸转移到大西洋沿岸。 各国为更好地开拓海外殖民地与海外市场，纷

纷革新航海技术，由政府或政府支持的大型企业为航海提供资助，并催生了对冲海上

贸易风险的金融创新。 在这一阶段，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市场还未形成，海外扩张型国

家间分享的主要产品是造船与航海技术。 葡萄牙率先大力引进热那亚的船长和水手

发展航海事业，随后各国竞相吸引掌握航海知识和技术的专业人士，使得航海技术外

溢。 但造船与航海技术并不具备公共品的非排他性，相反各国总是希望能够垄断先进

的航海技术，以便更好地从世界各地掠夺贵金属和开展贸易活动。 此时的造船和航海

技术可以称为类全球性公共品。

当时造船与航海技术的发展需要具备一系列客观条件，仅有少数国家能够满足，

其供给方式主要是寡头竞争：第一，城邦国家衰落和早期地域国家兴起，后者的动员和

资源汲取能力更强，能够更为有效地组织航海活动。 第二，陆上东西方商路被奥斯曼

帝国垄断，大西洋沿岸国家具有开辟海上新航路的地理优势。 第三，西欧国家大多国

土面积狭小，自然资源相对匮乏，具备开辟海外殖民地的主观动力。 第四，天主教会是

这一阶段初期欧洲政治和文化的协调者和领导者，同一宗教信仰促进了拥有不同习俗

和语言的地区之间的信任，有助于发展长距离贸易。 进行早期海外探索的葡萄牙和西

班牙长年处于与伊斯兰世界毗邻的冲突前沿，天主教信仰更加坚定，有进行海外传教

的强烈动力。 上述因素共同决定了只有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等西欧国家有条

件发展造船与航海技术，因而类全球性公共品的供给是寡头竞争格局。 宗主国垄断航

海技术还决定了这一阶段全球治理体系的主要形式是宗主国主导的殖民地体系。 由

于可殖民地域范围广阔和国家间力量对比相对接近，宗主国竞争局限在有限范围内。

图 ６ 展现了这一时期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实力对比。

（二）“全球化 ２．０”：自由贸易与英美霸权更迭

１８２０—１９８０ 年是“全球化 ２．０”阶段，其以最终品的全球贸易快速发展为特征。 贸

易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因此也可以称为“全球化的贸易时代”。 这一时期，世

界霸主从英国变为美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贸易量达到世界贸易总量的 ２０％

左右，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为美国霸权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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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９８０—１８５０ 年世界主要国家的人均 ＧＤＰ

资料来源：Ｓｔｅｐｈｅｎ Ｂｒｏａｄｂｅｒｒｙ， Ｈａｎｈｕｉ Ｇｕａｎ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Ｄａｏｋｕｉ Ｌｉ， “Ｃｈｉｎａ，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９８０－ １８５０，”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ｏｌ．７８， Ｎｏ．４， ２０１８， ｐｐ．９５５－１０００。

注：单位为 １９９０ 年国际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ｏｌｌａｒ）。

图 ７　 主要经济体世界贸易份额

资料来源：Ｆｅｄｅｒｉｃｏ⁃Ｔｅｎａ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ｃ３ｍ． ｅｓ ／ ｓｓ ／ Ｓａｔｅｌ⁃
ｌｉｔｅ ／ ＵＣ３ＭＩｎｓｔｉｔｕｃｉｏｎａｌ ／ ｅｓ ／ ＴｅｘｔｏＭｉｘｔａ ／ １３７１２４６２３９４７０ ／ Ｗｏｒｄ＿Ｔｒａｄｅ ＿Ｄａｔａ ＿１８００ ＿１９３８，访问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７ 日；ＷＴＯ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ｒｅｓ＿ｅ ／ ｓｔａｔｉｓ＿ｅ ／ ｍｅｒｃｈ＿ｔｒａｄｅ＿ｓｔａｔ＿ｅ．
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７ 日。

注：ＣＨＮ：中国，ＤＥＵ：德国，ＥＵ２５：欧盟 ２５ 国，ＦＲＡ：法国，ＧＢＲ：英国，ＪＰＮ：日本，ＵＳＡ：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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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２０—１９１２ 年是“全球化 ２．０”的第一个阶段。 其间，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美

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陆续跟进；各宗主国以武力和贸易形式纷纷扩展殖民地以获得原料

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并在殖民地确立起新的管理秩序。 这一阶段的全球性公共品主

要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工业国家向外输出的自由贸易理念。 自由贸易理念的供给成本

较高，因而只能由主要发达工业国提供，这一点在主要国家平均关税税率中可见一斑。

１８４６ 年英国废除《谷物法》，减免或取消大部分农产品关税，开始实行单边自由贸易；
１８５２ 年，英国国会正式通过自由贸易原则，免除货物关税 １２３ 种、减税 １３３ 种；１８６０ 年

英法两国签订《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随后其他国家纷纷跟

英法两国签订双边协议，自由贸易思想开始在欧洲传播。 英国以殖民地分布之广、经

济实力之雄厚、科技实力之领先和军事实力之强而成为霸权国，确立起英国主导的殖

民体系。 这是这一时期全球治理秩序的核心。

表 ４　 １８７５—１９１４ 年主要国家平均关税税率 （单位：％）
　 　 年份
国别　 　

１８７５—
１８７９

１８８０—
１８８４

１８８５—
１８８９

１８９０—
１８９４

１８９５—
１８９９

１９００—
１９０４

１９０５—
１９０９

１９１０—
１９１４ 平均值

加拿大 １５．７ １６．９ １８．１ １９．０ １９．５ １９．３ １９．３ １９．５ １８．４
丹麦 １１．９ １１．６ １２．６ ９．２ ９．０ ８．１ ６．８ ５．０ ９．３
法国 ５．２ ６．０ ７．９ ９．７ １０．４ ８．６ ８．５ ８．９ ８．２
德国 ３．７ ６．１ ８．２ ８．９ ９．３ ８．４ ７．６ ７．０ ７．４

意大利 ７．９ ８．３ ９．０ ９．６ １０．２ １０．８ １１．７ １１．７ ９．９
挪威 １０．２ １２．６ １１．１ １１．２ １１．６ １１．７ １１．５ １２．８ １１．６
瑞典 ９．７ １０．５ １０．７ １０．７ １１．４ １０．７ ９．５ ８．４ １０．２
英国 ５．３ ４．８ ５．３ ４．８ ４．８ ６．１ ５．３ ４．８ ５．１
美国 ２９．４ ２９．１ ２９．９ ２３．５ ２２．７ ２６．８ ２３．０ １８．３ ２５．４

　 　 资料来源：Ｋｅｖｉｎ Ｈ． ＯＲｏｕｒｋｅ， “Ｔａｒｉｆｆ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１９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１１０， Ｎｏ．４６３， ２０００， ｐｐ．４５６－４８３。

１９１３—１９５０ 年是“全球化 ２．０”的第二个阶段，其间第二次工业革命与两次世界大

战导致英美两国霸权更迭。 这一时期是两个稳定的全球治理体系之间的过渡阶段。
尽管美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超过英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但英国仍然对全球事务保

持着广泛影响力。 图 ７ 通过贸易份额的对比清晰展现了两国相对实力的变化。 除了

英国自身仍然具有较强实力外，国内供给全球公共品的意愿不足也限制了美国的全球

影响力。 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美国才改变了一直奉行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
１９５１—１９８０ 年是“全球化 ２．０”的第三个阶段，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谋和平求

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各国纷纷重建、走上经济复苏道路。 这一阶段的主要全球性公

共品为和平发展环境和自由贸易秩序，后者主要包括美国的经济援助、稳定的货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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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贸易协商体系和扩展的最终品贸易。 尽管上述公共品供给看似需由世界各国协商，

但事实上由大国主导。 这种大国主导机制主要包括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政治体系

和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代表的国际经济体系。 由于美国的实力领先且和其他国家实

力悬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自然承担起维护全球和平与经济复苏的重任。 美苏之

间的冷战在客观上还是避免了新的世界大战爆发；同时出于意识形态对抗考虑，美国

对资本主义阵营的援助也推动了最终品贸易的快速发展和全球经济振兴。 至此，以美

国为中心的战后世界秩序得以完全确立。

（三）“全球化 ３．０”：自由经济与美国主导

１９８１—２００８ 年是“全球化 ３．０”时代，其间中间品贸易快速发展，生产实现全球化，

形成了全球价值链。 从图 ８ 中可以看出，１９９５—２００８ 年全球中间品贸易占总贸易额

的比重稳定在 ５０％以上。 ２０１７ 年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也表明，１９９５—２００８ 年全

球价值链生产整体呈快速扩张趋势，在经济增长中起到重要拉动作用。①

图 ８　 全球中间品贸易占比

资料来源：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库，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ｕｎ．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访问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７ 日。

这一阶段的主要全球性公共品是美国主导的自由经济秩序，其供给方式仍然呈现

出创建成本高但维护成本低的特点，因此国际治理体系仍然是美国主导的全球政治与

经济体系。 美国体系的三大支柱是以美元本位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

体系的遗产）、鼓励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和美国基于全球军事投射能力的共享安

全体系（冷战中美国地缘政治布局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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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ｒｅｓ＿ｅ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ｅ ／ ｇｖｃｄ＿
ｒｅｐｏｒｔ＿１７＿ｅ．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



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的相对实力不断下降，其对全球秩序的主导和全球性

公共品的提供日益捉襟见肘。 经济方面，欧洲经过长期的一体化进程形成欧盟，成为

重要的经济一极。 日本与中国也相继成为亚洲经济中心，中国 ＧＤＰ 总量增长至世界

第二位。 图 ９ 中全球主要经济体占全球经济总量比重的演变清晰地反映了这一趋势。

尽管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仍在运行，但这主要是因为各国分担了美国维持主导地位的

实际成本。 以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为代表的各类区域治理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和各

全球性治理机构一道成为霸权体系的重要补充。

图 ９　 １９６０—２０１６ 年全球部分经济体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

资料来源：苏联 ＧＤＰ 数据来自麦迪逊千年数据库，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ｕｇ．ｎｌ ／ ｇｇｄｃ ／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２０１８，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７ 日；其
他国家的 ＧＤＰ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Ｙ．ＧＤＰ．ＭＫＴＰ．ＫＤ？
ｖｉｅｗ＝ｃｈａｒｔ，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７ 日。

（四）“全球化 ４．０”：技术创新与三足鼎立

２００８ 年后，全球进入以知识生产和创新为主要发展驱动力的时代，可以称为“全

球化的创新时代”，即“新全球化时代”。 近年来，全球依靠人力资本和技术革新推动

发展的趋势愈加明显。 ２０００ 年《财富》杂志评选出的世界 ５００ 强企业基本集中在制造

业（尤其是汽车制造业）和能源产业，①但到 ２０１８ 年时，以苹果、亚马逊、谷歌、脸书、阿

里巴巴和腾讯为代表的科技企业纷纷进入排行榜，不少还位居前列。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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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００ 年世界 ５００ 强排行榜》，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ｏｒｔｕｎｅ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ｆｏｒｔｕｎｅ５００ ／ ｃ ／ ２０００－１２ ／ ０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９６２４．ｈｔｍ，
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８ 年财富世界 ５００ 强排行榜》，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ｒｔｕｎｅ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 ｆｏｒｔｕｎｅ５００ ／ ｃ ／ ２０１８ － ０７ ／ １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３１１０４６．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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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近年来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公共品。 科技创新

来源于想法，不同于物质产品规模报酬递减和私有的特性，想法是公共品，且具有边际

成本极低和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这极易导致全球垄断的跨国科技公司的出现。

新的想法在人口基数更大、教育水平更高的地方出现的概率更高，美国得益于自

身经济与文化优势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的好处，吸引着全球各地的人才，将本来应

当全球共同供给的想法公共品变为集中式供给，人为制造了不平衡、不匹配的公共品

供给体系。 同时，经过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美国的相对实力进一步下降。 唐纳德·

特朗普（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以“使美国再次伟大（Ｍａｋ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Ｇｒｅａｔ Ａｇａｉｎ）”为竞选口

号，在就任总统后提出了一系列“美国优先”的政策，重新就《北美自由贸易协议》进行

谈判、缔结新的美墨加协定，先后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伊朗核协议、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和人权理事会、万国邮政联盟以及《美苏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等

多边条约和国际组织，这说明美国提供全球性公共品的意愿和能力都在不断降低。 不

平衡、不匹配的想法公共品供给及美国提供公共品的意愿和能力的降低共同导致当前

全球治理体系效率低下，加剧了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不平等。

从国家层面看，国家的技术垄断阻碍了先进技术的自由扩展、削弱了溢出效应，广

大发展中国家被“钉死”在产业链低端，造成国家间极端不平等的持续加剧；从企业层

面看，全球性垄断企业掌握着某一行业或领域的关键技术，始终占据行业价值链的高

端位置，攫取巨额垄断利润，进而极力笼络人才资源和游说政府，减少其他企业赶超的

可能，维持垄断地位，加剧国家内部的不平等。

通过比较历史分析，可以将全球化不同阶段的公共品性质、供给方式和力量对比

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总结为表 ５。

表 ５　 全球化的四个阶段

全球化阶段 时间 公共品性质 供给方式与力量对比 全球治理体系

“全球化 １．０”
全球化的发现时代

１５００—１８１９ 年
造船与航
海技术

寡头竞争国家间实力
相对接近

宗主国主导的殖民体
系；宗主国间有限竞争

“全球化 ２．０”
全球化的贸易时代

１８２０—１９１２ 年
自由贸易
理念

发达工业国提供英国
绝对领先

英国主导的全球殖民体
系

１９１３—１９５０ 年 过渡阶段 英美霸权更迭
主导国家缺失，两次世
界大战

１９５１—１９８０ 年
自由贸易
秩序

美国提供美国实力绝
对领先

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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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５
全球化阶段 时间 公共品性质 供给方式与力量对比 全球治理体系

“全球化 ３．０”
全球化的生产时代

１９８１—２００７ 年
自由经济
秩序

美国主导提供国家间
实力差距缩小

美国主导的自由经济秩
序；区域机构成为重要
补充

“全球化 ４．０”
全球化的创新时代

２００８ 年至今 技术创新
天然分散分布多中心
经济格局逐步形成

全球与区域双层治理；
三足鼎立区域治理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六　 结论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所引发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严厉拷问了当前的全球

治理体系。 美国提供全球性公共品的意愿和能力进一步减弱，世界卫生组织与各区域

组织应对乏力，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卫生系统则是疲于应对。 当前公共卫生领域的全球

失序是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与三足鼎立的全球化经济基础之间不匹配的体现。 面

向未来的全球化应直面科技创新的挑战，构建包容、开放、稳定的新型全球治理体系，真

正推动全球与区域合作，尊重不同制度与文化的多样性，保障各国的平等发展权利。

本文主要回答了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当前条件下最为可行的全球治理体系是什

么，二是哪些因素决定了全球治理结构。 针对前一问题，本文通过理论模型论证明由

全球与区域双层治理结构向各国提供公共品是最优的全球治理结构。 从经济数据来

看，在贸易、消费和生产等多领域，全球经济的区块化特征已然浮现。 在此基础上，建立

“美墨加贸易协定—欧盟—亚洲共同体”三足鼎立的治理格局已初具现实可能。 因此，

三足鼎立的双层治理体系是当前条件下最为可行的全球治理体系。 针对后一问题，本文

通过比较历史分析得出了一个关于全球治理体系成因的分析框架，即不同时代的公共品

性质决定了公共品供给方式、供给方式与全球力量对比又共同决定了全球治理体系。

本研究从国际政治与经济学的交叉视角出发，拓宽了全球治理议题的研究视角，

初步探索了量化研究全球治理体系的可能性。 后续研究中，还将进一步拓展全球治理

体系的成因模型，纳入不同类型公共品的异质性成本收益分布等因素，以厘清全球与

区域治理机构在公共品供给上的职责划分。

（截稿：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编辑：肖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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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足鼎立”的新全球化双层治理体系



